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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唐黎明∗

　　摘要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以学术创新为导向,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研究专著.书中的学

术创新既包括言说对象的创新,也包括言说内容的创新.前者体现在积极发现未被学界当作问

题进行有意识研究的内容,如对古代书目分类线性次序的分析、对同一类目中典型文献和非典型

文献的区隔;后者体现在对固有问题的重新解读,如对刘向叙录“上行文书”性质的定位、对“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本义的重新界定等.而无论何种创新,都以古代目录和传统文化的互相映照和

彼此对读为前提,因而应该说,«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是一部基于传统文化的对古代目录学学理

体系进行解构和重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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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关古代目录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七略»
«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书目的著录、提要、分类、序
言、学术功用诸方面展开,重视史料的挖掘和梳理而

疏于意义揭示和理论建构,因而只是一种知性研究,
其最大特点是史实描述多于意义阐释,由此导致“中
国古代目录学事实上并没有被建构为一门成熟的学

科”[１].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学术创

新,研究内容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刘纪泽、余嘉锡、汪
辟疆、姚名达等学者所讨论的内容并无实质性区别.
就此而言,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新近出版的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２]的

最大价值即在于以学术创新为导向,系统研究“先儒

未得而闻”的一系列目录学新问题,并最终建构了一

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学理体系.

１　以内容为导向的学术创新

内容决定形式.与书目的著录、提要、分类、序
言等形式因子相比,内容才是第一本体,目录的任何

外在结构都是由其内容特征决定的.这不仅意味着

书目内容本身应成为研究的重点,还意味着对书目

形式的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对书目内容的认识基础之

上.作者基于对章学诚«校雠通义»的解读,认为中

国古代目录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甲乙部次”
的技术,二是“考辨学术”的知识,三是“申明大道”的

信仰[３].其中,只有“甲乙部次”的技术与西方近现

代目录可以相互比勘.但现代目录技术是一种理性

运思,古代技术并不诉诸逻辑,因而不能确立标引和

检索的相符性.而知识和信仰的内容是西方科学意

义上的现代目录学所不具备的,对知识和信念的研

讨也成为«研究»一书内容创新的主要方面.
１．１　“考辨学术”的知识

清人章学诚拈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直

被视为是对中国古代目录最精审的概括.但学界对

该命题存在明显的误读:一是认为“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就是考辨具体学术;二是认为“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中的“源流”就是指学术之“史”.作者指出,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考辨的对象并不是具体学

术,其中的‘源流’亦非泛指学术发生、发展和演化的

长程历史”[４].章学诚旨在以“战国”为节点,区分学

术的两个层次和二重境界:“源”是指遥契“三代盛

时”之“道”的正面价值;“流”是指三代而后“不衷大

道”的负面价值.所以,他称前者为“三代盛时”“三
代鼎盛”“三代之隆”,称后者为“周衰文弊”“衰周而

后”,“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５]是其关注的焦点.更

为关键的是,章学诚并不满足于揭示“源”“流”的不

同境界,而是要通过家法还原,驱策“三代而后”之
“流”返本于“三代盛时”之“道”,即所谓“著录部次,
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６].由此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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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关于“目录之学”的另类叙事,并赋予了目录在

学术文化上的能动作用———目录可以能动性地改造

三代以降的学术之“流”,使其上达“三代盛时”之

“源”的理想境界.章学诚不仅要解释学术世界,还
要改造学术世界.

相应地,古代目录在学术文化上的能动作用,也
成为该书重要的创新性内容.作者指出,“文献世界

及其文化体系是存在于书目清单之中的,只有通过

书目,一种文化模型的要目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书
目结构因而也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文献与文化的必

由之径乃至文化的认同机制,影响到人们对学术文

化的接受和理解”[７].正如作者引用康有为«新学伪

经考»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

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８]换言之,
古代目录并不是文献整序的工具与消极表述或传递

信息的符号系统,而是对文化的确认及其对文化特

权的强制性分配体系,表达着特定的思想与观念,体
现出“衡量学术文化的自我尺度,从而也构成了一种

极大的能量,左右着人们的文化理解”[９].因此,古
代目录固然是传统文化规约下的产物,但也以书目

自身的结构与形态表达文化主张,直接参与民族文

化精神与思维模式的建构,文化问题甚至可以直接

归结为书目问题.
目录作为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编码系统,创造

了一种自主的思想体系,其组织方式广泛涉及社会

政治、心理思维等问题,大量文化认知尤其是关于文

化系统的知识是通过目录获得的.对古代目录学原

创性的深度剖析,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

神内核的剖析.借用目录系统和范例来解释文化现

象和分析社会文化系统,不仅有助于认识文献类型

和文献秩序,也有助于对文化事实做出清晰的梳理,
甚至能够获得书目所指向的文化理想.书目的秩序

性遂成为文化的规定性,人在进入书目的同时也进

入了一种文化,编制和使用书目就是在进行着生生

不息的文化认同工作.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以书

目的形式对典籍进行考据和再阐释,固然是明末清

初顾炎武等人提倡实学的产物,但«四库全书总目»
作为典籍的整序模式,也是一个文化评估体系.它

通过对文献的描述及其组织关系的确立,不断调整

着人们对古籍的认知方式,影响到人们对汉唐考据

之学的接受以及对宋明理学的反思.
进一步而言,中西目录的差异就是中西文化的

差异.立足于目录差异,也将“产生高度概括性的文

化对比成果,反证跨文化研究的一些结论”[１０].比

如,比较中西目录学的异同,可以揭示中西方不同的

思维特征乃至天道观的不同取向.由此,目录也成

为观察世界、解释经验的特殊手段,不同民族的认知

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各自的目录学中都可以得到很好

的解释与说明.甚至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世界

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话语,也不再只是文化课

题,还是目录学研究无可回避的课题.
１．２　古代目录的技术和知识都统一于信仰

«文献著录总则»(GB/T３７９２．１－１９８３)反映了

西方“智性”文化规训,相应地,现代文献被定义为

“记录有一切知识的载体”,只有与观察事实有逻辑

联系的问题才成为研究的对象,现代目录也只需要

对文献的外部形态和知识论内涵的刺激作出反应.
相比而言,“申明大道”的超越旨趣,则是“仁式”的崇

尚道德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目录学上的反

映.其基本思路是,“记录传统文化的古代文献,不
仅是表面的物理形态和学科化意义上的知识论之

‘文’,更是深层的价值存在之‘献’”[１１].“知识”并
不是打量文献的唯一视角,读者如何突破知识论的

表象而触及文献的精神与意义,才是先贤思考的重

点.因此,“弘道”的价值要求高于“求真”的知识要

求.古代目录与其说是文献的客观知识序列,毋宁

说是一种关乎人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精神结构与文化

系统.这不仅意味着理想境界是中国古代目录学追

求的一个特殊方面,还意味着有关技术和知识的内

容最终也必须统一于作为信仰的“申明大道”.
首先,“甲乙部次”之“技”必须进之于“道”.
正像庄子“庖丁解牛”的典故所揭示的那样,形下

之“技术”必须上达“依乎天理”之“道”.«论语述而»: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是要揭示:信仰高

于知识,知识高于技术,人伦大道之信仰,才是判断文化

现象的根本标准.因此,中国古代先贤并不为学术而

学术,学术是为人伦教化之道服务的.同样,古代目录

学中“甲乙部次”的技术也不能被提纯出来独立精进.
例如,明代官私书目多重分类检索,但主流分类仍以四

部体系为圭臬且多首列“制书”,直接回应了传统文化重

经史、轻子集的学术主张以及对皇权崇高地位的确认.
说明作为技术的分类,必须与学术类别以及政治教化

与人伦彝常的整合达成共识,才能确证自身的合法性.
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周彦文指出:“中国历代书目的编制

者,并没有去思考‘书目’和书架上庋藏的图书顺序有什

么关系.他们所考虑的,一是如何将图书‘学术系统

化’,二是如何在书目中传达出教化思想.”[１２]

其次,“学术考辨”之“知识”必须以“申明大道”

２２１

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唐黎明

OntheAcademicInnovationofChinaAncientBibliographyResearch/TangLiming



2
0

1
9

年
第4

期

为指向.
如上所述,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命题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源流”的疏浚,使“三代而后”
之“流”的学术回归“三代盛时”之“源”,而后者乃是

华夏文明的“大道”之所存.因此,目录通过著录一

批文献并对文献进行分类和概括,表面上是为了实

现对文化的区分与整合,本质上是反思文化,使之归

趋于形上之“道”.例如,«七略»的目录工作表面上

是“总群书”、条理文献,但本质上是要回应“昔仲尼

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

序»)的文化失序的挑战,回归“仲尼法度”才是刘氏

父子目录工作的根柢.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

并不固步自封地局限在‘术’的形而下层面,而是密

切联系社会政治和人伦生活,具有‘道’的形而上追

求,成为入世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１３].目录学家

通过对文献的定位以及对文化的规范,确立了目录

学的人伦价值取向,从而完成对文献秩序和文化秩

序的本体论勾勒.
显然,基于内容的古代目录学研究,本质上就是

以“申明大道”为导向的研究,它同人格修养与社会

和谐密切相关,所以层次更高.然而,学界往往习惯

于将古代目录的形式结构和内容旨趣作一一对应式

的细则化分,我国台湾学者胡楚生即认为:“目录体

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

录(亦名解题或提要),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

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１４]事实上,古代目录中的

每一项形式结构都同时具有检索文献、考辨学术和

申明大道的功能.例如,分类固然首先是为组织和

检索文献,但也是考辨学术和申明大道的利器.郑

樵«通志校雠略»即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而藉由分类得以呈现的学术结构又直接对应于政治

教化和人伦彝常的理想秩序,具有“明辨是非”的超

越指向.
综上,“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古代

目录的任何形式都必须围绕其内容来展开.而古代

目录的内容细析有三,浑言则一,事实性的技术和知

识都是“器”,必须服务于作为“道”的价值内涵,围绕

客体对象的研究成果只是“小道”或“奇技淫巧”,它
们必须奔赴于价值内涵的最终目标.因此,古代目

录的本质即在于如何选择适当的书目形式,将文献

的价值内涵标引和组织起来.基于这一思路,«研
究»一书中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即致力于

分析古代书目中的著录、提要、分类、类序乃至案语、
尾题等形式要素,是如何标引或组织文献之“献”的

价值论内涵的.相应的,以内容为逻辑起点的研究,
强调中西目录学之间的“异”大于“同”.拒绝以西方

学科化范式限制古代目录,也成为«研究»的又一个

亮点.

２　古代目录形态结构的学术创新

古代目录的著录、提要、分类、类序等形式要素

仍然是«研究»的讨论对象,但具体言说内容和言说

方式则突破了陈规.例如,改题书名的现象,早就为

学界所重视,章学诚曾总结出“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

入于华也”和“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１５]等

规律.«研究»则进一步分析了一个被学界所忽视的

原因,是出于强调某“类”文献同质关系的需要而改

易书名.例如,在«汉志»“六艺略”这个类目中,易类

有«易经»、书类有«书经»、诗类有«诗经»、春秋类有

«春秋经»,相应地,礼类中的“«士礼»十七篇”也被改

题为“«礼经»十七篇”了.同理,礼类中本名«周礼»
的文献,被改题为“«周官经»六篇”,也是考虑到与

“六艺略”其他相关文献著录的一致性.章学诚曾经

献疑:“«淮南内»二十一篇,本名为«鸿烈解»,而止称

«淮南»,则不知为地名与? 人名、书名与? 此著录之

苟简也.”[１６]事实上,«鸿烈解»之被改题«淮南»,正
是出于“诸子略”文献以人名书的统一性的考虑.显

见,章学诚虽究心于书名改易问题,但因未能洞察基

于同质关系而改题的事实,才轻言«汉志»“苟简”的.
进一步,作者还在大量例证的基础上总结指出,“改
易书名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实然存在的文献并不

是绝对的‘客观’对象,而是根据主体的认识呈现出

随变而适的‘主观’特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目

录学的人文性”[１７].又如,作者指出:“刘向叙录首

先是上行文书,即东汉蔡邕«独断»所谓‘群臣上书于

天子’的行政文书”[１８].唯其如此,叙录亦称 “叙
奏”.“上行文书”才是叙录更为重要的身份标签,从
而也颠覆了从“书目提要”解读的常识性视角.正是

在“上行文书”的意义上,叙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

机”的意识形态指向才能得到落实[１９].
«研究»一书中类似上述的学术精见堪称层见迭

出.但“分类”才是古代目录最重要的形态要素,正
如汪辟疆指出:“研究目录学之标准,当必博稽其源

流,商榷其类例,与夫义例之变迁,分隶之出入,皆宜

详究.”[２０]因此,关于分类研究的学术创新,也构成

了«研究»的重要面相.
首先,严格区分中西分类的异同.
现代西方式的分类本质上是形式逻辑分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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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也通过明确的类名范畴和抽象性的分类标识符

号,建构出一套关系外显、法则繁琐的描写主义的形

式体系,“一类”文献成为具有同一学科属性或主题逻

辑的集合.尽管同类文献事实上存在“个性”,但都在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要求下被忽略了.这种基于逻

辑判断的类别划分,恪守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客

观规则,很少有言人人殊的自由发挥空间.
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疏通、空灵、不滞于形,而是

以意统形、心凝形释,努力建构出一种削尽冗繁的意

义结构.这跟古代文献的价值论定位有关.价值是

一个主体范畴,分类固然要受到文献的客观知识论

内涵的制约,更要受到主观之“我”即个体主观见解

的制约,目录的结构问题也变成了目录的表达问题.
因而,类别时刻准备向人伦妥协,牺牲逻辑亦在所不

惜.例如,«四 库 全 书 总 目»“书 类”末 论 及 蔡 沈

(１１６７—１２３０)«洪范皇极数»时指出,该书“虽以«洪
范»为名,实以洛书九数推演成文,于«洪范»绝无所

涉,旧以为书类,于义殊乖.今悉退列子部术数类

中,庶不使旁门小技淆乱圣经之大义焉”.这里,«洪
范皇极数»“旧以为书类”,正是执着于知识论分类的

结果.但“书”这个二级类目是从属于“经”这个一级

类目的,一级类目“圣经之大义”的价值内涵决定了

«洪范皇极数»不能列入“书”类.
显然,古代分类旨在培养人伦教养,获得心学良

知,书目不仅属于认知的领域,还属于价值的领域.
分类的过程既要了解可形式化的文献之实物、性质、
事件等,还要了解不可形式化的价值和意义,其总体

精神是倾向于放弃西方式的知识论与形式逻辑.杜

定友认为:“自来部次图书,首重类例.类例者,犹今

之分类也.”[２１]昌彼得、潘美月曰:“所谓的‘类例’,
即是现今习称图书的分类.”[２２]对中西分类的这种

简单化的类比,显然没有认识到两者的本质性差异.
其次,中国古代目录中的类名和标识.
对类名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作者则

指出,“类名是分类表的基本结构本位,类名的选用

及其组合规律凝聚着分类体系的基本特征.”[２３]因

此,对类名的研究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总

体上,古代目录的类名疏于定义,往往从外延出发提

示类别的可能范围,即从现象解释本质,以抵消因缺

乏定义而导致的认识模糊.例如,«汉志兵书略»
“技巧”类序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
立攻守之胜者也.”这里,班固没有对“技巧”予以定

义,而是从“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的外延角度揭

示“技巧”的可能意涵,并最终落实为“以立攻守之胜

者也”的功能归宿.其中,“习手足”是指技能训练,
“«手博»六篇”等文献属此;“便器械”是对兵器使用

的训练,“«剑道»三十八篇”等文献属此;“积机关”是
对攻守器械的备置,“«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等
文献属此.“技巧”类名不是以客观主义和逻辑理性

为原则生成的,它更像是一种征候或象征,而不是抽

象的符号.由此又带来了古代类名的另一个特点,
即往往直接源自某个具体的文献之名,如“易”“诗”
既是具体文献(«易经»«诗经»)之名,也是类名.不

仅如此,古代书目中的类名一般都有一个与之直接

相关的具体文献.«唐六典»卷１０«秘书省»曾简介

«隋志»中每个类名的可能含义,但又以附注的形式,
举出各个类目的代表性典籍.其曰:“甲部为经,其
类有十: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归藏»等六十九

部,五百五十一卷.);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古文

尚书»等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这里,“一
曰«易»,以纪阴阳变化”,以“«归藏»等六十九部,五
百五十一卷”为注脚;“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以
“«古文尚书等»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为注脚,都
通过具体文献(如«归藏»)来辅助说明类名(如“易”)
的内涵.事实上,“古人使用的‘类例’这个词中的

‘例’本身也有举例的意义,即通过特色化的文献点

明‘类’的内涵,起到示范意义”[２４].“类例”(而不是

西方式的“分类”)通过代表性文献之具象,使得类名

概念生动可感而又有所依托,类名的有限概念化也

因结合具体文献而做出了感性的渲染.由此导致古

代类名拥有一张诗意的面孔,是一个非逻辑化的、不
清晰的概念,而这又是与古人的思维相统一的,从而

也保证了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同构关系.
与类名一样,分类标识也鲜少进入学界的研究

视野.«研究»则指出,“现代分类一般都在类名的基

础上配置了由阿拉伯数字和/或拉丁字母组成的标

识符号,文献组织可以分析为类名标识的纯粹符号

系统,从而也强化了类名与文献的逻辑性”[２５].中

国古代并没有类似的纯粹符号化代码,这无疑与类

名的非逻辑化特征直接相关.«汉志»«四库全书总

目»等主流目录没有分类标识,但另有一些古代书目

以甲乙干支或者“千字文”为号,后者的共同特点是

不像阿拉伯数字与拉丁字母那样具有明确的边界,
这跟古代文献不具有明确的逻辑边界有关.古典文

献是一个主体性的价值存在,在内容上没有“非此即

彼”的知识论明晰性,只能对它们做出主观的灵活流

动的整体把握.换言之,模糊性的文献,导致了模糊

性的分类组织建构,而后者又导致标识不可能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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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晰性的代码符号.与之形成对照,代码标识

是与现代分类的科学主义精神相适应的,它从原子

切分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文献,而这又得益于现代人

对具体文献在类别归属上非此即彼的逻辑预设.相

应地,现代分类能够建构出一套同样具有非此即彼

特征的标识符号,以便在具体和个别化的水平上掌

握对具体文献的描写和标引,并进一步上升为模拟

化的层次,认识和把握文献乃是通过符号范畴的一

种间接化的处理过程.
再次,重视历时性的次序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
自«汉志»将文献分为六略(大类)、三十八种(小

类)以来,建构多级类别体系一直是古代目录的努力

目标.«研究»则指出,“古代目录中的类名虽有等级

之分,但文献只能被分到一个类系的最下位类目之

中”[２６].例如,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训
诂、字书、韵书)]}中,只有最下位类(训诂、字书、韵
书)具有安置文献的职能,如«尔雅»入“训诂”、«说文

解字»入“字书”、«广韵»入“韵书”,而没有任何文献

被直接安置在“经部”或“小学”等可以划分出下位类

的类名之下.因此,文献主题并不随类名而作形式

逻辑类项上的划分,因而也不具有等级和从属关系.
１８９８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生理门第一下列“生理

学”小类、文学门第十一下列“文学”小类、美术门第

十三下列“美术书”小类,正是为了解决上位类目不

能安置文献的现实才重复设置的.这也说明,被视

为“近代书目”的«日本书目志»,仍与传统书目存在

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古代书目注重先后位置的

选择,文献呈现出一种线性平面的排序关系,这与西

方式的等级立体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指出,
“理性是西方目录学的最高价值目标,其他价值都是

理性价值的具体化,所以,文献及其关系是作为‘客
体对象’予以认知的”[２７].因而,文献的内涵由反映

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因素构成,概念因素的增加或

减小形成新的概念,概念内涵与外延成反变关系,通
过这些性质可以划分或概括出概念的隶属关系和并

列关系,建立严格等级谱系化的分类体系.而中国

古代目录学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儒家伦理,古代书目

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其他

价值都是伦理价值的具体化.这决定了文献组织不

能机械地固定在某一点上,形象地说,文献不能端坐

到一把把逻辑化、学科化的窄小的直背椅上.相应

地,古代书目分类的组合方式也不是立体化的机械

结构,而是通过先后顺序的经营表达深层意义,由此

也补偿了理性的缺失.例如,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

史学第七»类序云:“先以正史,次以杂史,次以政

书.古今成败得失,一张一弛,施之于政,厥有典则,
存乎正史.史臣为国曲讳,或有抵牾,尤赖杂史,以
广见闻.朝章国典,著述渊薮,举而措之,若指诸掌,
则政书尤要.”次序不是树状结构,而是作为一种事

理脉络,表达和揭示文献价值的大小.
最后,具体文献对类目设置的影响.
现代逻辑化的类名,表征一组具有共同特征的

文献集合,而代码化的分类标识则强化了“类”的逻

辑性,若干文献也通过逻辑类项和学科标志进入了

类名及其标识的结构网络.但中国古代的类名并不

是严格的逻辑范畴,“类”是不具有明确逻辑边界的,
同一类目下的所有文献并不是“共同特征的文献集

合”,因而其地位是不平等的.例如,«四库总目目

录类序»说金石“无类可归”,从«宋志»附目录类.又

如,«汉志»孝经类中的«孝经古孔氏»是该类的当然

成员,既维系着类名之“名”与文献之“实”的相对统

一,也强化了“孝经”类目的表意性.但该类还包括

非典型成员«尔雅»等文献,非典型成员与类名的关

系相对松散,从而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类名都斑斓驳

杂,体例不纯.
反过来说,几乎每一个古代类目都可以划分出

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当“随附”的非典型成员蔚

为大观,就意味着一个新主题的出现,并具有了生成

新的类目的可能.例如,«史记»在«汉志春秋»中
是非典型成员,而«七录»因史籍“所撰尤繁”而导致

“经传录”类目的增立,并成为后世“史部”的前驱,
«史记»也成为“经传录”或“史部”的典型成员.正是

“所撰尤繁”的史籍在数量上的增加,导致书目不能

回避或无视它们的现实存在.又如,«四库全书总

目»设置了“诗文评”类,并以刘勰«文心雕龙»居首,
成为该类的典型成员.但«文心雕龙»在«隋志»等书

目中是作为非典型成员“随附”在“总集类”的.正如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云:“晋李充始著«翰
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

嵘为«诗品»,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搉史法,著
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
集’,然皆所未安.惟吴氏«西斋»有‘文史’之别,今
取其名而条次之.”这里,“体裁渐备,故文论之说出

焉”,是“诗文评”类目设立的根本原因.这一演变,
既体现了“诗文评”从“总集”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也
反映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或学科

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显然,“具体文献导致的类目变

更,也是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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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价值取向”[２８].

３　结语

致力于学术创新是«研究»一书的最大特色.毫

不夸张地说,整部«研究»就是围绕学术创新而展开

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学术创新的基础上,«研究»还
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建构了一个符合自身本性、具有

充分解释力的学理体系.其核心思想是,文献是目

录的对象,在对“文献是什么”这一前提性问题的认

识上,中国先贤的思路与现代西方的认知大异其趣.
现代目录学把文献当作物理性存在,重视对文献对

象的分析与解剖以及对文献客观属性的抽取,由此

导致了目录学的学科化建构.中国先贤把文献视为

价值论存在,古代目录也从道德理想出发,规划文献

(进而规划文化)世界的可能图式,反映汉民族意识

中的实用理性精神,也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

的理想.关于«研究»一书对古代目录学学理体系的

建构,笔者拟另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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